
改革开放40年的国际关系学术研究

  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于1978年开启了改革

开放,从此我国国际关系学术研究得以发展。以往40年的经验对今后有着

重要的借鉴意义。

学术发展的三阶段

自改革开放以来,我国国际关系学术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:1978年至

1990年代中期是专业化阶段,1990年代中期至21世纪初头几年是学术创新

阶段,此后至今是研究方法自觉和体系性理论创新阶段。
从业余走向专业化的阶段几乎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。改革开放之

前,我国从事国际关系研究的人员很少有受过国际关系专业高等教育的,对
于国际关系的学术研究知之甚少;该专业没有学术期刊,也没有理论著作。
改革开放之后,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出现了许多新中国的首次学术事务。

1978年首批国际关系专业研究生由北京大学招收,1980年首个国际关系学

会(原名为“中国国际关系史研究会”)成立,1981年首篇介绍国际关系理论

的文章发表,1983年首次评定国际关系专业的技术职称,1985年首部介绍

国际关系理论的著作出版,1987年首次国际关系理论研讨会在上海举行,

1988年首部中国外交政策著作出版,1989年首部国际关系专业教材出版,

1991年首次中国国际关系学科建设研讨会在京举行。
从深度国际评论走向学术研究是一个学术规范化的进程。1990年代中

期之前,由于对于学术研究、时事评论、政策分析、理论研究缺乏明确的区

分,很多人将国际时事评论、政策分析和国际形势介绍都当作学术研究,因
此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研究只存在于外交史和国际法两个领域,而这两个领

域又与国际关系专业有很大的差别。1990年代中期开始的学术化进程主要

体现为规范化和理论化两个方面。1994年《中国社会科学辑刊》在京召开了

“社会科学的规范化与本土化”研讨会,此后国际关系专业著作和期刊逐渐

开始刊登注释,而之前国际关系的著作和文章只在引用无产阶级领袖的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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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时才作注释。1996年,首部原创性国际关系理论著作出版。此后国际关

系学术研究出现了繁荣时期,规范化的学术文章和著作大批涌现。
从低水平重复走向有方法意识的理论创新阶段。1990年代后半期出现

的学术繁荣局面在21世纪初遇到了发展瓶颈,即规范化的学术研究成果很

多,但多数是介绍、综述和评论,而原创性的成果较少。当时的学术会议经

常讨论如何突破低水平重复的问题。2003年,《世界经济与政治》和《中国社

会科学》两刊联合召开了“国际关系研究方法”研讨会,此次会议内容刊发

后,学界开始强调方法意识、问题意识和理论意识。同年,清华大学创办了

“国际关系研究方法讲习班”。2005年起,国际关系学术期刊开始刊发20000
字左右的学术论文。接受了科学方法训练的青年学者群体性地成长为学术

骨干,原创性的理论文章和著作增加,低水平重复的困境得以突破。进入

2010年代后,体系性理论的创建成果不断出现,开始形成学术流派。
如今,定量研究成果不再是个别现象,大数据方法进入了应用阶段,一

些高校建立了国际关系实验室,在国际上发表的英文论文数量明显增加。
目前,我国国际关系研究的总体学术水平明显超越了美国之外的发达国家,
是否进入了新阶段,将由今后的历史来判断。

改革开放对学术进步的作用

改革开放对促进我国国际关系学术研究发展的作用是多方面的,主要

可归纳为四点:摒弃旧观念、提升研究能力、提高学术标准和创造研究便利。
改革开放使我国学者不断地解放思想、摒弃旧观念。国际关系学术认识

的进步是以意识到已有认识的不足或错误为基础的。改革开放使我国学者了

解到国际上先进的研究成果,得以不断增加摒弃旧观念的知识基础,于是,许
多旧观念被新的认识所取代。例如:世界处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

的观念,被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观所取代;世界大战随时可能爆发的观念,被世

界大战危险日益下降的认识所取代;国际关系是阶级关系的观念,被国际关系

是国家间关系的认识所取代;全球化是美国化的观念,被全球化是历史发展潮

流的认识所取代;无产阶级没有国家利益的观念,被国家利益是对外政策出

发点的认识所取代;多边主义和国际社会是西方的观念,被多边主义有利于

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的认识所取代;在国外拓展国家利益是帝国主义行

为的观念,被为我国拓展的国家利益提供安全保障的认识所取代。这种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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弃旧观念、接受新观念的做法,成为我国国际关系学术进步的最主要路径。
改革开放为提升我国学者的研究能力创造了条件。改革开放使我国学

者有机会接触到国际上先进的国际关系研究成果,有机会与高水平的国际

学者进行交流,把在国外学到的先进知识和研究方法带回国内。学成归来

的学者将学到的先进知识和方法传授给大批高校学生,群体性地提高了青

年学者的创新研究能力。“70后”学者成为学术骨干之后,国际关系研究低

水平重复的困境得以突破,就是典型例证。2010年代以来,我国国际关系研

究出现国际化现象,即国际发表大幅增加,也是得益于改革开放的政策。正

是由于教学和科研都走上了国际化的道路,我国部分“80后”学者的学术水

平已超越欧洲国家培养的博士。
改革开放提高了我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学术标准。学术标准不是人为规

定的标准,而是学界同仁的学术共识。学术标准是随着学界知识的深入而

不断提高的。由于改革开放既提升了我国学者的研究能力,又使我国学者

了解到了国际学术标准,于是我国的学术标准也就水涨船高了。例如,学术

论文和著作有了严格的注释规范和反抄袭标准,学术著作和期刊采取匿名

评审制度,技术职称评定开始采取国际评审制度,学术评价采取了引用率、

Q1期刊、知名大学出版社等综合性标准。2008年创建的“政治学与国际关

系学术共同体”,也是参照国际学术标准建立的。学术标准的提高,客观上

起到了推动高水平研究的作用。
改革开放提供了学术研究的便利条件。国际关系研究需要研究其他国

家的情况,了解其他国家的国情和对外政策是最基础的工作。改革开放使

我国学者有可能到研究对象国进行实地考察,了解情况;有可能到对象国阅

读档案,使用国外的数据库;有可能与外国同行共同工作或合作研究。在这

些便利研究工作的条件下,与外国人建立私人友谊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

用。这种朋友间的互信能使研究者了解到外国人最真实的意见和观点。在

互联网时代,网络的开放程度决定了研究者获取国际信息的便利程度,这对

现在的国际关系研究十分重要。

40年国际关系研究的经验借鉴

在改革开放后的40年里,我国国际关系学术研究中有很多值得借鉴的

经验。笔者以为,在诸多经验中,解放思想、破除旧观念是进一步推动我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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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际关系学术研究发展的最重要经验。

1980年代,我们破除了世界上只有一种理论是正确的观念。学者们破

除政治迷信,学习了国际上各种国际关系理论,借鉴各种不同流派的国际关

系理论知识,提高自己的研究水平。如今,学者们仍需要坚持解放思想的原

则,不把任何思想定为一尊,而要鼓励百家争鸣,使各种流派在争论中提高

原创水平。为此,借鉴国际研究成果仍是不可或缺的。学术研究的文献综

述须涵盖国内外所有与研究问题直接相关的学术成果,并判断可借鉴之处

及存在的缺陷。

1990年代,我们破除了不服务于政策的研究是没有意义的观念。学者

们破除了不为政策服务的研究是脱离实际的这种政治观念,从而使我国国

际关系的学术研究得以发展。如今,为了应对智库建设兴起使得学术研究

面临边缘化的现实,我们要有坐冷板凳的精神,有为人类进步作学术贡献的

情怀。学术研究的目的是认识客观世界、增进人类的知识,学术研究可能与

对外政策无关,但却与人类进步相关。为此,我们需要坚持走国际化的道

路,与国际学术共同体接轨,通过国际发表创造被国际同仁所认可的知识。

21世纪初,我们破除了国际关系的研究方法有阶级性的观念。破除了

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有阶级性的观念后,科学研究方法尤其是变量控制概念

在“70后”学者中得到普及,群体性地提高了原创研究能力,改变了低水平重

复的局面。如今,我们面临着创建普遍性理论还是中国特色理论的分歧,面
临着侧重定性研究还是定量研究的分歧。对于国际关系学术研究来讲,共
性研究和特殊性研究、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都是必要的。然而,在我国要推

动共性研究和定量研究,还得进一步破除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有阶级性的观

念。由于科学研究方法的更新速度加快,因此只有不断学习新方法,才能在

共性研究和定量研究方面取得超越前人的成果。
我国的国际关系研究正在缩小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,可是学习借鉴外

国经验和知识只能缩小差距,而要实现超越则要依靠创新,因此创新成为学术

进步的最主要来源。为了进一步提高我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创新能力,我们需

要更加解放思想,以更加开放的心态参与国际同行对话,参与最前沿的国际问

题研究。

阎学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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